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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章  結論 

  本文寫作之初，原從爵制的角度觀察魏晉時期士族發展的情形，但在研

究的過程中，筆者發現西晉五等爵的制定，勢力強大的士族不僅只有為家為

私的一面，同時也有士族為公的態度；皇權在其中亦扮演了制衡角色。 

  兩漢初年的功臣多以軍功起家，受封人數不多；至建安年間，曹操雖然

數次大封軍功者為侯，但在戶口凋敝及全國尚未統一的背景下，總數大致不

會超過東漢初年；到了黃初元年，大封行政官僚為侯，日後新皇帝即位多比

照辦理，加上大小戰役的發生、封爵途徑的增加，使得封爵人數隨著時間推

移而持續增加；至咸熙元年開建五等後，光是五等爵便有六百多人，還不包

含三品縣侯以下之爵，當時有爵者總數應相當多。至東晉廢除愍帝所封之

爵，重新整理，才又將封爵數量控制在較合理範圍之內。封爵人數的增加，

象徵著封爵體系內所包含的的階層與家族更多，也象徵爵制逐漸成為官僚不

可或缺的身份之一。 

  漢晉間爵制，除了形式上爵級名稱與內容的不同外，重要的是封爵原則

的更動。在漢代，軍功封爵仍為最主要的途徑，其餘則以「恩澤」的方式獲

得爵位，因此封爵者多半為率軍將領或與皇帝關係密切者，士人與行政官僚

少有得爵的機會。至曹魏黃初元年，施行對行政官僚的普遍封爵，加上日後

各種因「事功」而得封爵，以及「以德詔爵」觀念的提倡，使封爵方式不再

限於「軍功」與「恩澤」二途，士人透過「德」的實踐，行政官僚藉由建立

「事功」，同樣可以獲得封爵。另外，漢晉間爵制尚且有兩個大的變化，一個

是爵級的增加，一個是異姓封爵途徑的擴大。在爵級增加方面，東漢時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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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食邑爵級為「王—公—列侯—關內侯」數級；至建安二十年，調整為「王—

公—列侯—關內侯—名號侯—關中侯—關外侯—五大夫」的序列，曹魏時期

基本上仍沿用之；至咸熙改制後，西晉爵制成為「王—公侯伯子男—列侯—

關內、名號侯—關中侯」的序列，同時也與官品制度相對應。東漢由於封爵

不易，人數較少，因此只有縣侯、鄉侯、亭侯、關內侯四級。至建安年間，

將、兵多有立軍功者，在二十等爵已失去其效用的情形下，曹操乃設名號侯

以下爵，以試圖區分功勞大小與身份高低。魏初則將同姓宗室封為王、公之

爵，以與異姓列侯分離，即取消「王子侯」，使封列侯之限制又減少一項。

然而至曹魏後期在軍功與事功皆為縣侯，舊有爵級無法區別新功臣集團與其

他官僚，五等爵的創立，一方面完成當時士人「復古」的理想，一方面也可

顯示出封爵者與司馬氏之關係。同時爵級的增多，也可使官僚內部之位階更

為明確，在鄉品、官品之外成為另一個判別官員身份高低的參考。另外，由

於異姓封爵途徑擴大，原本東漢時期的主要途徑――軍功外，新增事功與普

遍封爵的方式，並恢復恩澤封爵之途，並對「功」的定義放寬。至西晉時期，

封五等爵者大多為「著勳前朝」之臣，即司馬氏之功臣，軍功爵的重要性下

降，也成為西晉爵制的特色之一。 

  重新審視漢晉間爵制的變化過程，可以發現兩漢爵制雖已包含未立軍功

的王子侯與恩澤侯等，然對於皇室以外之人而言，軍功仍為封侯的主要途

徑。另一方面，隨著經濟與政治環境的變動，兩漢的豪族與士大夫階層也逐

漸成形，甚至有些直接轉型為士族。然而在兩漢時期，上述諸士大夫、士族

等為官者雖多，因為無立軍功的機會，封侯者甚少。到了曹魏時期，對封爵

定義作了放寬，對國家有「功」者皆可封侯，也就是說，不必再遵守漢高祖

劉邦的「白馬之誓」，因而爵制已經有濫封的傾向。此外，封爵所帶來的奉

秩及各項經濟權利，確保了士大夫的地位；同時封爵又有「諸侯」的特性，

在禮制上的權利亦可提升。又除了宗室、二王後外，受封爵者基本上皆為有

官之人，就算他們「去官」、「棄官」、「不就」、「不拜」，仍然為天子之臣，

與皇帝之羈絆依然存在。因此，實行普遍封爵，尤其是五等爵制的施行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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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這些士族、豪族的經濟地位、社會力量更加強大，同時也使他們與中央權

力的關係更加密切。 

  從西晉五等爵制的運作來看，既有承襲漢代爵制的地方，亦有配合現實

環境而新設之處。有關地理、開國與食邑制度，多與漢代列侯之制不同，似

為因應現實環境所設。在地理分布方面，漢代列侯多須就國，封地與本籍或

任官地的關係較為密切；到了曹魏，由於行政官僚同時擁有爵位，就國者減

少，而受爵者本籍與封地的關係已有所鬆動；西晉行五等爵後，本籍與封地

更加疏離，士族少有就國者，其原因或與當時士族「集聚京邑」有所關連。

而魏晉間的封爵地似有集中於兗、豫、冀、青、徐等州的現象。 

  在開國制度方面，漢代封列侯者皆開國，有國相、須就國，在制度上仍

為守土之君；曹魏擴大封爵途徑，新皇帝即位多普遍封爵，但普遍封爵似只

有食邑，未有國相，只有軍功封爵者才得開國；五等爵施行後，共封五、六

百人，若受爵者皆開國，則西晉大部分縣級單位皆為國相，但實際情況似非

如此，當時可能只有縣侯以上方得開國，其餘伯子男皆不開國置相。在食邑

與國家財政方面，由於史料不足，對於西晉時期每戶的租調額及全國稅收總

額，未有明確數據，只能從現有資料與前人論述，試圖推估一基本額；在諸

侯食邑方面，關於五等爵食邑比例與奉秩總數，學界未有定論，筆者暫以多

數學者所言為準，將西晉諸侯食邑比例為三分食一，乘以食邑戶數與封爵總

數，粗略推知諸侯的奉秩總數。最後將全國稅收與諸侯奉秩總數加以比較，

估計諸侯奉秩約佔全國收入比例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。 

  從五等爵制的地理、開國與食邑等制度以及諸侯奉秩總數觀之，五等爵

的運作，僅在物質層面對國家秩序影響較大，在制度上繼承漢魏故事的成分

並不多，與儒家經典所載周制亦不相同，但整體看來，國家在給予士族五等

爵身份與較高待遇的同時，仍維持以皇權為中心的統治體制，未因五等爵的

施行而將中央與地方的主導權讓給士族。 

  至於爵位在禮法與官僚秩序中的地位，也是本文討論的重點之一。在官

僚體系方面，漢代官爵仍呈現分離狀態，制度上亦無法直接對應；魏晉之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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爵入官品，使官職與爵位在制度上可相互援引比附。但因爵制與官制剛開始

磨合，在對應上並不明確，如同為二品，二品官金印紫綬，侯伯子男則為金

章朱綬；同為三品，三品官銀印青綬，縣侯金印紫綬等；直到唐代，官爵之

間的對應才趨於健全。加上士族對周制的嚮往，使得爵制在官品秩序中，時

常超越同品之官，而比擬於周代諸侯。但在某些方面，對五等爵的規定未必

以周制為參考，而是配合當時政治局勢來進行安排。 

  在禮的規範方面，開建五等是「恢復」周制的成果之一，雖然沒有實際

上的分土與分民，至少制度上士族已具備「諸侯」的身份。因此士族可以諸

侯的身份，推行儒家經典中的各項制度，如立廟、朝覲等，這是漢代士人儒

生所無法達成的。但在士人行諸侯禮時，由於過去這些制度只存在於經典之

中，在施行之際常有記載與現實情況衝突之例；為了化解理想與現實的衝

突，使士人產生許多對於諸侯禮的討論。在法制方面，西晉律令已有〈諸侯

律〉與〈王公侯令〉，顯示西晉君臣對諸侯的重視；而在法制上對諸侯的優

待，諸如八議、贖刑等，也是恢復周制的表現之一。但諸侯犯法在制度上仍

須加以處罰，爵位只是減刑或抵罪之用，不能因擁有爵位而無罪，所謂「禮

不下庶人，刑不上大夫」的儒家理想，在現實中並未真正實踐；另一方面，

皇權推翻朝議的情形時常出現，干涉的結果常使大罪化小、小罪化無，而無

罪者有時反遭受懲罰，這也是兩漢以來皇權凌駕於法律之上的延續，也象徵

當時皇權仍有一定勢力。 

  整體來看，西晉五等爵在禮法官制中的安排，所參考者包含儒家經典、

漢魏故事、士人意見，以及配合當時政治環境而制定，但在各方面的比重有

所不同。如果是攸關皇權威望的大事，甚至牽涉到「封建」與「郡縣」的問

題，基本上會採取漢魏故事或另設新制；至於一般朝覲、元會之禮，或八議、

贖爵之法，則多援引周制。所以西晉的五等爵，不類周制，亦不似漢制，乃

是折衷二者，並有所創新的體系，折衷的原因也許是皇權與士族間的利害衝

突。西晉士族勢力雖然較為強盛，皇權並未因而衰微；因此西晉時期對禮法

規定與案例的爭論，以及偏儒家經典或漢魏故事的情形，亦可視為士族與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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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暗鬥的表現。不過整體來看，西晉君臣雙方雖有暗鬥的情形，官僚體系與

禮法秩序亦有調整，但本質上未有根本變動，其精神一直延續至唐代。 

  總而言之，在魏末晉初的封爵體系上，有參考周制的部分，如「五等」

之制、以德封爵等；也有沿襲漢魏故事的部分，如金印紫綬、進賢冠與車駕

等；同時也有因應當時政治局勢而創設之制，如以五等爵入一二品、五等與

列侯並行、三分食一之制等，可知當時的改制是以古制為名，而在不同的情

況下，以最適當的方式來解決現實問題。漢晉之間的封爵體系雖有許多不同

之處，但也有先後繼承的關係。即使五等爵對許多經典記載的禮制與服制等

加以實踐，但漢代以來列侯只食租稅，不管地方事務的原則，至西晉五等爵

時未有本質上的改變。這也說明西晉時期士族政治勢力雖明顯上升，但皇權

並未因此而衰微；在兩者皆有一定實力之時，雙方必須在各項制度上尋求最

大公約數，以滿足雙方的期待與需求，而不致產生衝突。 

  在東漢與曹魏時期，開國皇帝對第一代開國功臣及其後代都有大規模的

封賞，東漢光武帝劉秀如此，魏文帝曹丕亦然；而西晉初期也採取了相似的

政策，只是西晉功臣多非以軍功作出貢獻。皇帝藉由封爵的動作，確保了這

些功臣即使死亡之後，其子孫不論仕官與否，仍為本朝之臣。也就是說，西

晉初年封爵的政策，並非獨創，而是一脈相承的情形。再加上前述諸例，國

家（皇權）對封爵事務亦有相當的主導性，不像東晉時期皇權的積弱不振。

因此，若以士族勢力強大，皇權無法干涉士族等面向來單獨解釋西晉政治與

制度面向，至少在封爵方面，似乎並非如此。司馬氏所以能建立晉朝，功臣

集團實功不可沒，因此在爵制上優待功臣也是情理之常，加上在高平陵政變

後，曹魏宗室及臣子數次較大規模的反抗，反對司馬氏的勢力雖已基本消

除，官僚之中仍不乏對魏晉禪讓之事有微詞者；且新王朝的建立，需要一批

值得信賴的官僚主持朝政，故鞏固功臣集團，便為司馬氏（主要為晉武帝司

馬炎）所重視之事。也就是說，從皇權的角度來看，維護功臣集團在政治上

的優勢，對自身也是有益無害，未必是因士族集團有此需求，而皇權被迫讓

步。且西晉高門士族在相當的程度上必須依賴皇權的支持才能維持，並非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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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觀意願即可達成，這亦可間接看出皇權在當時仍有其影響力。 

  此外，忠與禮皆為儒家的理念，兩者相較，「忠」強調對君主的忠誠，

相對較為積極；而「禮」強調君臣各有其規定，只要不違背即可，相對較為

消極。因此「禮」在承平時期，可以達到維繫國家秩序的功用；但在戰亂或

政局動盪之時，「禮」與爵位已無法鼓勵臣為君盡力，才能凸顯出「忠」的

價值。這也是為何在同樣的國策下，在承平之世（武帝時期）君臣關係與官

僚秩序相對穩定，至政局動盪之時（惠帝以後）官僚秩序崩潰甚速，少有如

嵇紹般挺身為君盡忠之人，士族多為其家族作安身之計。不論強調禮學者為

士族或皇權，總之「禮」在當時似已取代「忠」的觀念，成為維繫君臣關係

的主要方式。 

  士族五等爵的施行，一方面使士族具有經典中「諸侯」的身份，以達到

等級區分的效果；另一方面，皇權也藉由授爵的動作，強化與士族間的君臣

關係，即「天子—諸侯」的關係，即使官僚致仕或暫時免官，皇權仍具有與

此官員有身份上的連結。因此施行五等爵，不僅是士族理想的實現，皇權在

當中也有其主動性。此外，西晉讓五等諸侯之舊爵給予其子，代表將其家族

與下一代與國家相連，這個作用是九品中正制所無法做到的。 

  總之，不論是漢魏故事或儒家經典，爵制一直與天子息息相關；而在魏

晉時期，封爵依然是天子與士族間建立關係的重要方式之一。雖然魏晉時期

士族的力量逐漸擴大，但晉武帝時，至少在爵制部分，對於各級封爵的分配

與安排，以及相關制度的配合，國家（皇權）仍有相當的主導性。更重要的

是，當時爵制的中心在諸王，而非「不成制度」的五等爵，西晉滅亡重要原

因之一是在於宗室，並非士族攬權。當然，當時士族較無理想性，進則以清

談為高，退則以保家為務，也與西晉滅亡有關；然與東晉相較，士族在西晉

政治中的影響力畢竟較低。因此在觀察西晉國家與制度發展之時，似亦需將

皇權的因素納入，或可有更完整之理解。 

  綜合本文所述，西晉五等爵之所以「不成制度」，是因為改制時所參考

的對象包含儒家經典（周制）與漢魏故事（漢制）又考量現實政治局勢而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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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多部分不同於周制與漢制。整體說來，五等爵只有表面典禮朝儀上接近周

制，在實際運作其實更接近漢制，也就是繼承秦漢以來以郡縣為中心的中央

集權體系。在改制過程中，士族實現長期以來所期望的五等爵制，士族本身

也取得「諸侯」的身份，符合儒家經典中「以德詔爵」的原則；皇權則是在

現實運作層面上依然堅持中央集權與郡縣制，未因五等爵的恢復而影響國家

運作。因此這「不成制度」的五等爵，或許是皇權與士族雙方都可以接受的

結果。 

  由於儒家經典是士人提倡或推動改制時的理論依據，在魏晉之際，皇權

司馬氏「服膺儒教」，士人又成為官僚集團中的核心，在改制時照理說應可

大量徵引經典中的制度落實於當代，但實際情形似乎不是如此。一方面皇權

運用儒家經典作為治國的方針，但皇權多從維持國家秩序與中央集權的角度

來詮釋、運用經典，故其立場常與士族不同；另一方面，漢魏諸儒鄭玄、王

肅等人解經時，在許多方面的意見未必相同，加上不同經典對同一制度的解

釋可能有所不同，以及經典與當代風俗民情未必相同等因素，可能都是西晉

在禮、法、官制的改革上未能依照周制的原因。上述以咸熙改制為中心，探

討士人、皇權、經典與現實環境彼此之間的關係，是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，

但因篇幅所限，希望能在日後處理這個問題。 


